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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三十年来学界从不同角度对《朱子家礼》展开研究，较为具体地呈现了《朱子家礼》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
义。相关的研究论文，如陈来的《朱熹〈家礼〉真伪考议》(《北京大学学报》1989 年第 3 期)、王维先等人的《朱子
〈家礼〉对日本近世丧葬礼俗的影响》(《浙江大学学报》2003 年第 6 期)、粟品孝的《文本与行为:朱熹〈家礼〉与其
家礼活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罗秉祥的《儒礼之宗教意涵:以朱子〈家礼〉为中心》(《兰州大学
学报》2008 年第 2 期)、赵克生的《家礼与家族整合:明代东山葛氏的个案分析》(《求是学刊》2009 年第 2 期)、冯兵
的《“尽数拆洗”与“万世规矩准绳”———朱熹的礼学著述及其历史影响论析》(《人文杂志》2016 年第 8 期)、毛国民
的《〈朱子家礼〉真伪考的历史回顾与探索》(《现代哲学》2018 年第 1 期)。相关的论著包括:卢仁淑的《朱子家礼
与韩国之礼学》(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赵克生的《明代地方社会礼教史丛论———以私修礼教书为中心》(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吾妻重二的《朱熹〈家礼〉实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陈畅的《理学道
统的思想世界》(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7 年版)，等等。
政、道、教一体视野中的《朱子家礼》
周天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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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朱子家礼》的撰制，是儒家学派发展的历史必然，体现了朱子对儒家之教的深刻思
考。《朱子家礼》以家庭、家族生活为中心，以礼仪实践为主导，通过祠堂设施、宗法原则、祖先信仰
及祭田等，使儒家之教获得广阔的社会生活空间。明清以来，《朱子家礼》的实践有力地深化了儒
家政、道、教之间的关系，深刻地塑造了明清以来传统社会的面貌，使儒家学派真正成为三位一体
的紧密结构。《朱子家礼》的撰制与实践，是儒学整体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理解理学对于汉唐儒
学整体超越的重要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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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家礼》对明清以后民间社会结构、日常生活、信仰习俗等众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因
此，学术界从《朱子家礼》版本考订、《朱子家礼》内容及实践、民俗学、礼学、社会史及海外影响等角
度予以探讨。①本文则从儒学政、道、教这一整体结构的角度出发，认为《朱子家礼》的撰制是儒学
政、道、教三种表现形态变迁的内在要求，也是朱子重建理学时面临的任务。《朱子家礼》将儒家之
教引向民间社会，确定儒家之教的具体路径和形式，体现了儒家之教的特点和要求，拓展、深化了儒
家政、道、教的关系。与朱子在义理上对汉唐经学的创造性转换一起，以《朱子家礼》为代表的儒家
之教的发展标志着理学对汉唐以来儒学的整体超越。
一、儒学政、道、教展开的进程与《朱子家礼》的撰制
儒学的表现形态大略可以分为政、道、教三类，或者说表现为政统、道统和教统三个层面。儒家
之政指儒家价值、原则、理想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运用。儒家之道指儒家价值标准和道德理想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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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思想学术的传承与创新。儒家之教主要指依据儒家思想展开思想文化、教育教化的过程，即
《中庸》所称的“修道所谓教”。三者之间的区分是相对的，在一定意义上，儒家之道是“体”，儒家
之政、教是“用”。
政、道、教三种形态彼此之间互为表里，相翼相成。① 儒学发展的理想状态是政、道、教三者合
一，具体表现为政统、道统与教统的高度融合，实现儒学在政治、社会生活、思想、文教等领域的全面
展开并居主导地位。“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1］相反，如果儒学的这三种形态发展失
衡，政治、思想、文教无法形成相互支撑的体系，三种形态本身也难以独立发展，儒家往往陷入沉寂
之中。因此，历代儒者以政、道、教三种表现形态的消长，作为衡量儒家整体发展状况的标准。
从历史看，三代以降至春秋之前，按照传统儒家学者的观点，儒家之政、道、教属高度融合状态。
“古者治教之职不分，君即师也，师即君也。二帝三王，尽君师之责者也。”［2］尧、舜、禹、汤、文、武这
些圣人，集治统、道统、教统于一身，兼君师之任。“能自尽其性，故可以教人，而使人人皆有以复其
性。所谓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者也，此三代以上，所以君师之道合而为一也。”［3］此时君师合一，
圣人设教命官，政、道、教一以贯之。儒家之道在治、教等领域全面延伸，政、道、教俱隆，儒学体用双
显，故被儒者认定为儒学发展的理想状态。
“统备君师，实三代以后所莫能景企于万一也。”［4］儒家之政、道、教作为三种相对独立的形态，
有自身的发展逻辑，三者可能发展不均衡。春秋以降，儒家之道失去了在政、教层面的思想主导地
位。“圣人而不得君师之位自孔子始。”［5］至春秋时期，“自孔子而下君师之职分。”［6］以孔子之圣，
但不在君主之位。“孔孟之道而无其位，亦不能联属而维持之。”［7］各国诸侯视儒家之道如敝屣，儒
家之道无法在政治领域得到彻底贯彻推行，儒家之政失去实践空间。作为儒家之道的承担者———
儒者生存艰难，甚至于颠沛流离。孔子只能退而求其次，兴私学以存儒家之道。儒家之教虽存，但
仅是不绝如缕。战国时百家蜂起，学说纷呈。就当时思想文化而言，战国之时，“内圣外王之道，暗
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8］儒家之学，仅为百家之一种。在政治领
域，“秦任刑法”，至秦始皇时定“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之国策，并焚书坑儒，儒家之道险为之绝。从
儒家之政、道、教三个侧面看，春秋至秦，儒家学派整体上处于消沉时期。
汉唐时，儒家在政、道、教三个方面不同程度展开。政治层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学进入政治话语体系，儒学作为春秋战国时的一家之言上升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儒学作
为典章、礼仪的思想依据，儒家开始真正参与现实政治体制、秩序、官方礼仪的构建以及政治价值的
确定，为结束战国分裂混乱而走向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奠定了思想基础。尽管“汉杂霸道”，［9］但这
对儒家之政的展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儒学在政治生活中的正统地位由此确定。在儒家之教层面，
汉武帝之后，兴太学，设五经博士，“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10］承载
儒家之道的儒家经典著作作为基本教学内容，建构了以“三纲五常”为总则的主导价值体系。［11］期
间承载儒家之道的经学蔚然兴起，《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著作得到全面纂集整理，
经学家们阐明儒家之道，疏浚儒家之道的源流。经学“自汉以后两千年来，成为中国学术的骨
干”，［12］并成为后世儒学发展的思想渊源。整体上，春秋战国之后，儒学在汉代开始展开其政、道、
教并立的形态。
三国两晋至隋唐之初，中华分裂，战乱纷起。文化思想上玄学、释教兴起。尽管期间一些政权
推崇儒学，但由于大一统之政局不复存在，加之战乱之时，政权推行儒学并非急务，此时政治、时代
条件、思想环境都阻滞着儒学的政、教形态的充分展开。唐初，唐太宗下令孔颖达编纂《五经正
义》，总结两汉以来经学成果，尊崇孔子，标举儒家之道，恢复儒家在政、教体系中的权威地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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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设置六学二馆，地方设立州、府、县学，统一教育内容，以儒学经典为主要教材。儒家之教通过官
方教育体系得以全面展开。但唐三教并用，受释、道冲击，儒家之道在思想文化层面并未真正居于
主导地位。韩愈激烈拒佛，申明儒家之道统，即是对释、道冲击儒家之道的不满。
从儒学的三种形态看，汉代开始，为巩固政权，维护政治秩序，实现国家治理，官方以国家意志
形式确定儒学在政治领域的地位。儒学在政治领域尊为显学，成为国家典章、礼仪制度的主要思想
来源和依据，彼时“议礼、制度、考文，皆以经义为本”。［13］儒学深度参与现实政治典章制度的构建。
自此之后，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核心思想，作为政治形态的儒学自三代后再次形成。儒学
在政治形态上的进展有力地带动儒学在道、教方面的进展，“孔子之道在六经”，［14］汉唐时期经学
“或专言大义微言”，“或多详章句训诂”，［15］以经学为主要形式的儒学在典籍整理、训诂等方面得
到充分发展，儒家之道因此自三代以降得以传承不绝。此外汉唐时期，儒学由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
向官学过渡成为官方教育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官方教育体系均以儒家经典为基本教学内容，儒学
摆脱了私人传授而依托官方教育体系得到极大的推进。可见，汉唐时期儒学的政、道、教三种表现
形态均已初步成型。
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集中表达了宋代理学家们
的儒学理想:儒学在政、道、教方面的全面崛起。在一定意义上，朱熹重振儒学面临的任务有三:一
是儒家之道的继承与创发，复儒家之道;二是推动儒家之政的落实，行儒家之政;三是推动儒家之教
的全面铺开，兴儒家之教。在儒家之道的继承与创发上，朱熹完成了儒学由汉唐以来的章句训诂之
学至义理之学的转型，儒学自先秦以来发展为崭新阶段，“道之正统，由孔……孟而后，周、程、张子
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16］从儒家之政的角度看，“汉儒言政，精意于政治制度者多”，［17］汉唐时期
儒家已经完成政治制度层面的建构。北宋以来，不少儒者更着意于儒家之政的实践，希望儒学能够
改造现实政治。但儒者在政治上能够多大程度展示儒家王道理想，往往与统治者的心态与选择相
关，而不全由儒者决定。
“三代而下，为人主者知为治而不知为教。”［18］从儒家之教的层面看，汉唐时期，并未主动将儒
家之教推向更为广阔的民间社会。儒家之教仅仅体现在官方教育体系中，仅仅面向占社会少数人
口的文化精英。儒学本身尚未建立起一个面向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平民的教化体系。宋儒“谆谆于
社会教养之道”，［19］其因有自。至北宋初期，在儒学借助官方教育体系全面展开的基础上，儒家之
教开始向两个方向展开:一是以儒家知识分子为主的大量民间书院的建设与讲学活动，相比汉唐，
极大地推动了儒学思想文化的历史进程，但这一进程侧重于儒家之道的传承与发明。二是民间社
会教化成为当时理学家们的文化自觉，不少儒家知识分子就已经投入实践，且取得了丰富经验。如
司马光关于礼仪的考订与实践，吕氏兄弟制定蓝田乡约，范仲淹义庄建设等①，他们从儒学的“三纲
领”“八条目”出发，希望借助儒家理念重构民间社会，推动民间社会教化，实现修齐治平的理想。
但是，北宋前期理学家们的探索仍不系统、成熟，儒学实践更多时候是少数文化精英的个人行为，社
会影响面相对有限。在民间社会，作为人口占大多数的平民因文化教育的限制，他们的信仰、精神
包括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仍未能充分被理学纳入视野中，理学并未真正起到全面引导普通平民精
神、生活的作用。
儒学是经世致用之学，理学如何重申这一精神、推进其经世致用进程?如何协调儒家之政、道、
教关系以实现儒家之学的全面复兴?从汉唐以来儒家自身发展的逻辑看，儒家平民之教的展开是
儒学复兴的重要任务。只有将理学推向民间社会，构建新的社会秩序框架，将理学融入平民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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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和〈朱子家礼〉研究》(《浙江学刊》1993 年第 1 期)、杨明等人的《〈吕氏乡约〉乡村道德教化思想探析》(《东南
大学学报》2013 第 5 期)、廖志豪等人的《略论范仲淹与范氏义庄》(《学术月刊》1991 年第 10 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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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思想、信仰中，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才能发挥理学“化民成俗”的功效。朱熹强调《朱子家礼》
意在“于国家所以崇化导民之意，亦或有小补云”，这表明，朱熹希望通过建构包容社会各个阶层的
教化体系，使理学能够植根民间社会，实现规范引导平民生活、思想、信仰，并重构社会秩序的目的。
《朱子家礼》的撰制是儒学发展逻辑的结果。
二、作为教化体系的《朱子家礼》
以礼仪为手段，以家庭为立足点，以社会关系整合为契机，《朱子家礼》为士庶日常生活礼仪实
践提供操作范本，据此展开理学教化体系，实现从政、道、教不同侧面整体复兴儒学的目的。
“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
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20］儒家政、道、教之间是三位一体的关系。从政
与教的关系看，“政教习俗，相顺而后行。”［21］从道与教的关系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
止于至善。”［22］朱熹强调，“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23］大学之道亦即儒家之道，具体表现为明德、
亲民与止至善的过程。亲民即新民，“新者，革其旧之谓也。”［24］何以新民?“齐之以礼，是以礼新
民也，是修道之谓教，有礼乐法度政刑使之去旧污也。”［25］礼乐法度政刑等都是新民的手段，展开即
为“修道之谓教”。“自谓能明其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如佛老便是;不务明其明德而以政教法度为足
以新民者，如管仲之徒便是;略知眀德新民而不求止于至善者，如前日所论王通便是。”［26］在朱熹看
来，正是儒家之教使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者连贯为一体的纲领，并使儒家之道得以整体呈现。如无
儒家之教，则或溺于佛老，或僻如管仲，或狭如王通。如此则儒家之道、政荡然无存矣。教之形态的
展开是儒家整体复兴不可或缺的方面。
但儒家之教自何处展开?“齐家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27］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逻辑
前提。“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也。”［28］朱熹认为家庭及以家庭为基础的家族是儒家之教展开的现实
立足点。如何齐家?北宋早期的理学家们已经进行了各种探索。① 从朱熹的思想心路看，朱熹曾
上《乞修三礼札》，希望借助国家力量考订礼仪，以为朝廷“制作之助”。晚年倾力修葺《仪礼经传通
解》，因为“礼乐之用为急”。［29］“家齐于上，而教成于下也。”［30］礼仪规范的践行是齐家最为合适的
方式。在《家礼·序》中，朱熹表明了通过践行家庭、家族礼仪，“复见古人所以修身齐家之道”的意
图。《朱子家礼》的撰制，体现了朱熹通过家庭、家族生活为中心的礼仪实践展开儒家教化体系的
思路。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家庭是最基本的生活、生产单位，以家庭为基础的家族是民
间社会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家庭、家族为中心展开礼仪实践，为推行理学教化奠定了坚实的
社会基础。
《朱子家礼》侧重以礼仪为推行教化的手段，至少有二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礼仪是理的具体化，
通过礼仪推行教化，实际就是以理化民。朱熹认为:“《大学》、《中庸》是说理之书。”［31］所说之理，
即是儒家之道。儒家之道发挥现实的社会作用，必须借助一定的载体，否则“许多理皆无安著
处”。［32］礼与理本质上是一致的，合于礼，“便是合天理之自然”。［33］儒家之教的展开，以礼立教是最
为合适的选择。二是礼仪具有象征性、程式化、规范性等特点，借助礼仪的这些特点，文化教育水平
有限的普通民众也能参与礼仪实践，感受礼仪的内在蕴涵。也就是说，化理为礼展开教化，突破了
因文化教育知识等因素造成的藩篱，便于将所有民众容纳于同一教化体系之下。
作为儒家教化体系的重要部分，《朱子家礼》在具体礼仪的取舍上，呈现便于教化实践的特点，
因此礼仪可行性是朱熹订定家礼首要的考虑:“故熹尝欲因司马氏之书，……使览之者得提其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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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详，而不惮其难行之者。”［34］《朱子家礼》在撰制时，从时代、社会环境、民众心理、文化水平、经
济能力、生活便利等角度充分考虑了礼仪的可行性。
朱熹曾说:“欲其(礼)行于下者，难矣。”［35］何以难行?宋代家庭礼仪源自先秦古礼，但宋代去
古甚远，时代、社会环境已与古时大不相同，所以，朱熹坚持“礼时为大”，所撰制的礼书应该是“略
存古之制度，使后人自去减杀、求其可行者而已”。［36］《朱子家礼》不取二程与张载所订礼仪，盖因
“二程与横渠多是古礼”，礼仪程序、物品过于繁缛，“尽如古人衣服冠屦之纤悉毕备，其势也行不
得。”［37］作为面向民间社会各个阶层的礼仪教化体系，还要面对个体在文化层次、经济能力方面的
巨大差异。尽管《朱子家礼》取自司马光为多，但在“祭礼”部分，朱熹认为:“如温公所定者，亦自费
钱。”［38］贫贱之家，往往因“堂室之广，给使之多，仪物之盛，而窃自病其力之不足”。［39］这势必影响
礼仪在社会各个阶层的铺陈。因此，在关于祠堂的规模、设置上以及物品的制备上，《朱子家礼》明
确可根据自身的经济条件予以调整。同时，朱熹延续了儒家一贯的“缘情制礼”原则:“礼器出人
情，亦是人情用。”［40］无论在器物设置还是具体仪式过程，都强调“情文相称”。如关于丧礼礼仪过
程，“为人子者方遭丧祸，使其一一欲纤悉尽如古人制度，有甚么心情去理会?”［41］朱熹认为丧礼仪
则应顺应事主的心理感受。《朱子家礼》中多处对“俗礼”的肯定，只要“无大害国家”，［42］亦可随俗
为之。此等调整，均是缘于礼仪推行过程中的社会心理情感原因。礼仪之可行须与人们的日常生
活相协调，如关于祠堂的设置位置，朱熹认为:“家庙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离外做庙。又在外，
时妇女遇雨时难出入。”［43］这蕴涵着便利生产生活的考虑。明清以后，民间行《朱子家礼》蔚然成
风，与其适应民间社会生活、“简易易晓而可行”［44］密不可分。王阳明也曾深为认同，认为礼“惟简
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为贵耳”。［45］
《朱子家礼》确定了儒家之教展开的基本要素。《朱子家礼》中，士庶民可以“立祠堂於正寝之
东”，祭祀高、曾、祖、祢四代祖先。宗子主导祠堂管理、礼仪等事务，并规定:“置祭田。”这些规定，
以祠堂为核心，将经济、信仰、宗法等要素融为一体，重构了民间社会，确立了理学教化体系存在发
展的社会条件。
在祠堂中，纪纲人道始终之礼仪“行之有时，施之有所”，各种礼仪也有了展开的空间，“祠堂有
斋房、神库，四世之祖考居焉，先世之遗物藏焉，子孙立拜之位在焉，牺牲鼎俎盥尊之器物陈焉，堂上
堂下之乐列焉，主人之周旋升降由焉。”［46］祠堂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儒家礼仪为内容、寄寓报本
追远宗教情怀的场所，也是在民间推行儒家教化的支点。宋明时祠堂“被士大夫作为思想生产和
传播空间”，“并作为行道的工具和场所而进行文化再造的实践”。［47］这为理学教化实践的展开提
供了基本的物理空间。
祭田的设置是祠堂能够长久运作的经济基础，这既保证了祠堂制度的稳定性、延续性，也保证
了祠堂功能的发挥。《朱子家礼》对祭田设置的数量、目的、方式、用途及处置等作了周密的规定。
这些规定有效地避免了以祠堂为核心的宗族组织因为经济原因而兴废无常，这也是祭田被认为是
宗法制度的核心要素的原因。家族祠堂的兴废及功能的发挥与祭田有无多寡具有高度的关联性。
如果没有祭田这一经济基础，以祠堂为核心的宗族组织日常运作将停滞，理学教化实践将失去源源
不断的经济动力。
“家礼重宗法。”［48］《朱子家礼》以宗子为祠堂事务的主导者，明清以来，在宗子职能基础上转
化出以族长为核心的主导、管理祠堂、宗族等事务的管理组织体系。这一管理组织体系，也负责家
族行为规范、仪式的实施和监督。在一定意义上，祠堂、宗族的管理人员成为理学教化在民间的承
担者。
祖先信仰是祠堂的精神内核，《朱子家礼》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儒家理念与祖先信仰嫁接，借
助信仰的力量推行社会教化。无论在仪式、功能上，还是民众宗教情感的引导上，或者是器物的设
置上，祠堂被营造为一个此岸之人与彼岸之先祖沟通的空间。祠堂本质上是与信仰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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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表达的是此岸之人对彼岸之先祖的“报本追远”的宗教情怀。《朱子家礼》中，祠堂的功能以及各
种仪式基本保留了此种信仰因素，同时明确祠堂之设基于“报本反始、尊祖敬宗”的宗教精神。将
祠堂营造为以祖先为信仰中心的空间，各种礼仪在祠堂铺陈开来，生与死、人文与神道、理学宗旨与
宗教精神等，都物化于祠堂之中，信仰的过程也是践行儒家礼仪的过程，而践行儒家礼仪的过程也
是信仰的过程。
个人的生老病死，包括个人生命的价值意义等都是通过祠堂凸显出来的。从族群关系来说，祠
堂不仅承载着个人的信仰，也是解决血缘群体成员各种生活事务的重要场所，具有经济、教育、治
安、救济、调解、规范日常生活秩序等多重功能。在祠堂中个体生相爱、死相哀，在血缘关系的基础
上实现社会认同。祠堂不仅仅只有祖先信仰，而是始终在提示:血缘群体的建立是现实人生的重要
保障，个体只有在血缘群体中才能够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祠堂重构了社会空间和人际网络
关系，对个人现实生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种功能的扩展为理学教化介入民间社会开辟了广阔的
空间。
总之，作为儒家教化体系的《朱子家礼》呈现出与儒家之道、儒家之政不同的致思取向和特点。
其最鲜明者，一是《朱子家礼》重心不在儒家之道的传承，而是面向更为广阔的民间社会及其秩序
的重构，为儒家之政奠定社会基础。二是针对民间社会生活实践，为民间社会的礼仪实践提供了最
具操作性的礼仪范本，而非理论阐释。但这一体系并非与儒家之道、政隔绝，相反是儒家之道、政的
内在要求。当这一体系推向广阔的民间社会，标志着儒学全面介入政治、文化教育、民间社会生活
以及信仰等各个方面，标志着儒学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三、《朱子家礼》与儒家政、道、教关系的深化
朱熹撰制《朱子家礼》后，宋明以降，一些儒者将倡率《朱子家礼》作为自觉行为。宋明以来儒
家知识分子倡率《朱子家礼》分两种情况:其一是躬身实践。朱子本人即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相关礼
仪，并成为后来儒家知识分子效仿的楷模。元代杜义夫“所居立祠堂，亦遵朱文公家礼，设主四时
致祭”。［49］许吉甫“按儒先遗法，创祠堂于所居之左，而馈荐以礼”。［50］明初，曹端“又将文公家礼及
郑氏家规劝而行之”。［51］其 32 岁时，“因祖父从俗事淫祠，先生请建祠堂，依文公家礼以奉先世神
主。置祭田二十亩。”［52］48 岁时，以严厉口吻要求学生按照《家礼》安排父亲丧事。其二是为官的
儒家知识分子利用自身的权力倡行。如河南汲县人王嵩“巡按辽东，举行朱文公家礼。丧禁佛事，
遂至成俗”。［53］陕西兰州人段坚，“知南阳府，……以民俗之偷，由未预养。……刻小学、孝经、论
语、崇正辨、文公家礼诸书以教之，民俗日厚。”［54］由于儒家知识分子的极力推动，《朱子家礼》的实
践开始向各地扩展，包括下层知识分子也大量参与其中。如山西夏县人王继，“以文公家礼化
俗”;［55］甘肃宁州人王信，“居家遵行文公家礼”。［56］同时，官方出于治理需要，以朝廷意志颁行《朱
子家礼》。“洪武元年，令凡民间嫁娶，并依朱文公家礼行。”［57］永乐年间，“颁文公家礼于天
下”。［58］至宣徳二年(1427)，“令王府祭宗庙用宋朱文公家礼”。［59］在官方尤其是儒家知识分子的
倡率下，《朱子家礼》开始遍行各地。
民间这类《朱子家礼》的实践活动，无论是对于官方还是儒家知识分子，其主要目的是出于教
化及社会治理的需要。明初以来官方对《朱子家礼》的肯定，确认了其在政治层面的合法性。而儒
家知识分子的倡率，则对推行《朱子家礼》产生了示范效应。因而在明代，民间奉行《朱子家礼》者
蔚然成风。
《朱子家礼》在民间社会普遍实践的结果是: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儒家民间社会教化体系。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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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朱子家礼》的过程中，推动了民间社会宗族共同体的形成进程。① 宗族这一共同体对《朱子家
礼》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共同体有以缙绅等为首的宗族日常公共事务管理者，以血缘、信仰
为精神纽带，有祠堂这一固定的物质空间，有相对稳定的经济支撑。这些要素为儒家教化的展开奠
定了民间社会心理、组织、物质等基础。
以宗族为核心的民间社会组织实际演变为儒家之教在民间社会展开过程中的主要组织载体。
对于儒家之教来说，立足民间社会，首先要有相应的主导者。这些主导者，一般都是生活于民间且
具备较高儒家文化修养和威望者，而这些人在实际生活中往往与后来宗族事务的主导者重叠。也
就是说，在民间儒家知识分子成为倡导儒家礼仪教化的主导者。祠堂作为非生产性建筑，宗族生活
中的重要事务和活动、冠婚丧祭等人生各个阶段的主要礼仪都以其为中心。依靠祭田、先祖信仰等
要素，以祠堂为中心的宗族组织能够执行助学、赈济、兴业等公共事务，强化了宗族的向心力、凝聚
力，使宗族组织成为稳定的社会自治共同体，这是儒家之教在民间社会得以延续的重要条件。自此
理学的实践不再是单个儒家知识分子分散、自发的活动。宗族成为一个自觉系统地践行理学思想
的组织机构。它也铺设了理学向日常生活渗透的基层社会网络，在理学向民间社会扩展过程中发
挥了组织保障作用。这一共同体中，有具体的教化者和教化对象，有明确的教化内容，有持续、多样
的教化动力，也有教化展开的物质生活空间和完备的教化组织体系。儒家之教与庶民的生活、生
产、信仰、习俗融合在一起，真正成为庶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明以来《朱子家礼》的实践，充实、拓展了儒家政、道、教的内涵，从整体上深化了儒家政、道、
教关系，表现为儒家在政、道、教方面主导地位的确立，儒家政治、文化、社会功能的充分发挥以及儒
家获得广阔的社会生活空间。首先，《朱子家礼》的实践拓展了儒家之教的范围。它不仅是帝王之
教和士大夫之教②，还包括整个庶民阶层在内的教化体系。当这一教化体系向整个社会铺开后，儒
家之教开始由汉唐以来的精英之教向平民之教转向。其次，儒家之教开始走向生活，体现了儒家的
实践品格。在《朱子家礼》的实践过程中，庶民的生产、生活几乎一切方面都在儒家思想的影响范
围内。具体至个人的进退揖让、视听言动等日常生活细节，都是教化所在，使儒家之教生活化。再
次，儒家之教的形式、动力多样化。《朱子家礼》立足于民间社会，依托宗族等民间社会组织，借助
先祖信仰、族谱编纂等，载体多样，力量多元。庶民在日用而不知的情况下，践行儒家理念。儒家之
教由此转变为民间自觉的行为，儒家之教真正走向“化民成俗”的实践之路。相比于汉唐，这是儒
家之教的最大进展。
汉唐时期儒家之政主要表现在国家政治典章、制度、价值及秩序等的宏观建构上，儒家之教则
以精英之教为主，因此，此时儒家之政缺乏深厚的社会生活基础。但宋明以后《朱子家礼》的实践，
深刻改变了这种状况。首先，改变了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的关系。“朱子治礼，则以社会风教
实际应用为主。”［60］伴随《朱子家礼》的实践，儒家之教重心转向民间社会。孝道、宗法等儒家理念
向民间社会扩展，重构了以宗族为主体的民间社会组织，并逐渐转化为宗族的组织原则和个人行为
准则，如各种宗规族训以及生活礼仪细则。借助这一教化组织体系，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能够向民
间社会扩展、渗透，向民间社会传达官方的政治要求和意图。由此儒家之教政将政治与社会、官方
与民间两个不同的领域有效地贯通起来，最大限度实现国家的政治要求与庶民生活的有效调适。
对于官方，则可以借助宗族等民间社会组织，通过赋予宗族规约的官方权力，更为有效地实现对民
间社会的控制。因此，科大卫和刘伟认为，宗族礼仪在地方社会推广过程中，有效地促进了地方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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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和国家象征的结合。［61］对于儒家之政来说，真正达到了政在教中的理想状态。其次，《朱子家
礼》的实践，按照儒家理念重塑了治理方式。儒家认为，礼乐刑政应该是相互配合协调的治理手
段，国家强制性管制与社会自我治理是一体两面的。但如果缺乏面向庶民的儒家之教，民间社会不
在礼乐的教化范围内，礼乐尤其是礼的推行就缺乏民间社会基础，无法充分激发民间社会自身的力
量以构建社会秩序。而儒学也无法通过自身的社会秩序能力证明自身的现实政治价值。从历史实
践看，宋明以后，因为《朱子家礼》等的推行，民间社会的礼仪实践基础上形成了富有约束力的宗规
族约、家训家范等民间规约。这些民间规约主要由民间社会自身创设，借助民间力量施行，体现的
是民间社会自治的力量。《朱子家礼》的推行，以儒家之道协调国家行政与民间社会，有力地促进
了民间自治力量与国家行政力量的合流。
以《朱子家礼》为代表的儒家之教的展开，对于儒家之道的意义在于:其一，为儒家内圣外王之
道的实践开辟了现实路径。儒家是内圣外王之学，儒家之道作为体，是政治、教化的思想依据。从
儒家之道的发展逻辑看，儒家之道不能仅仅表现为思想、学术层面，必须由体及用，必须由思想走向
现实的社会实践。也就是说，儒家之道必须突破格、致、诚、正、修等自我心性修养的藩篱，走向齐、
治、平，将他人、社会、国家等纳入到自身的实践对象，担负起社会道德与秩序的构建任务，才能激发
儒家思想的生命力，保证儒家使命的真正完成。以《朱子家礼》的儒家教化体系将民间生产、生活、
思想、信仰等各方面纳入教化范围，儒家之道由思想世界的探索真正走向大范围的社会生活实践，
使儒家之道真正成为一个内圣外王贯通的体系。这是对春秋汉唐以来儒家之道实践困境的突破。
其二，彰明儒家之道的根本宗旨。“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62］儒家之道内在于现实生活，是人
们日常生活中“不可须臾离”之道，这是儒家的根本宗旨。在汉唐，因为民间社会未纳入到儒家之
教中，儒家思想在民间社会中缺位，儒家之道是悬浮于百姓日常生活之上的。但宋明以后，因为
《朱子家礼》等的实践，在民间营造了特定的儒家文化空间，如建筑、器物、节日、仪式等，都成为儒
家思想理念的符号，从而将儒家之道深嵌于民众日常生活中。这是书院、乡约、讲学等教化形式难
以媲美的。
儒学的历史表明，儒家之政、道、教如三足之鼎，任一个侧面的缺失，可能导致儒家学派整体的
消沉。以《朱子家礼》为代表的儒家教化体系的充分展开，对于儒学政、道、教这一整体结构而言，
儒学三个侧面相互辅翼，从不同侧面提升了儒家的生命力。在政治上，儒家因其转化现实社会的功
能证明了自身的政治价值，从而得官方的全力支持。在思想上，借助政、教两个侧面的推动，儒学拥
有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空间，以及更为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这是儒家生命力的重要保障。而
《朱子家礼》对民间社会的开拓，儒家获得了民间社会中的组织、经济、信仰等多方面的动力。明清
时期，理学在政治、社会、文化思想、民众生活信仰等各个方面之所以能够取得主导地位，与儒家政、
道、教三个侧面的均衡发展密不可分。
四、结语
宋明以来，儒学展开教化的形式多样，如乡约、讲会等。因为《朱子家礼》强调血缘宗法原则、
祖先信仰、祠堂礼仪及祭田设置，据此展开教化实践，相对于乡约、讲会等，《朱子家礼》以家庭生活
为中心，其实践贴近民间社会心理基础，有效地利用了民间经济、文化资源，这种教化形式呈现高度
生活化、稳定性和持续性等特点，具有乡约等教化形式难以替代或企及的优势。乡约建设侧重于社
会组织、治理本身，实践中对个人生活、信仰缺少关怀，这可能削弱民众践行儒学的主动性。同时乡
约的实践与政权统治要求之间可能存在紧张，官方介入程度深，容易出现“盛衰无常”和“内涵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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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等问题。① 相对于讲会等教化形式，《朱子家礼》以家庭生活为中心，为个体提供了一套稳定的、
可普遍化的日常礼仪践行体系，甚至将儒学理念深度融入个体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此意义上，《朱子家礼》是宋明以降儒学展开教化的主要形式之一。
将政、道、教分别为儒学存在的三个不同侧面，便于立体地理解理学的思想、实践的变迁以及更
为深入地理解儒学政治、社会、教化功能的实现过程。将《朱子家礼》放置在政、道、教一体的视野
中，其一，有助于理解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对汉唐以来儒学的整体超越。如果说《四书章句集注》
代表着朱子理学对汉唐以来儒学在义理上的超越，那么，以《朱子家礼》为代表的儒家之教的构思
与展开，则是朱熹在实践上对汉唐儒学的整体推进。其二，政、道、教是将儒学作横向理解的结果。
将《朱子家礼》视作儒家政、道、教中的一个横截面，可以清晰显示《朱子家礼》是朱子理学体系的一
个有机组成部分，对儒学政、道、教这一结构的整体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朱子家礼》不仅仅是理学
思想的附属，也不仅具礼学史意义，其构思还体现了朱子对于儒学发展的整体思考，是儒学整体发
展的必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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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zijiali in the Vision of Politics，Dao and Education
ZHOU Tian－qing
(School of Marxism，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Zhuzijiali is a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an school and reflects Zhu Zi’s pro-
found thinking on Confucianism． Zhuzijiali is centered on family and family life and is dominated by ceremonial practices．
Through ancestral hall facilities，patriarchal principles，ancestral beliefs，and sacrificial fields，Confucianism has gained a
vast space in social life．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he practice of Zhuzijiali has effectively deepened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politics，Dao and education，profoundly shaped the appearance of traditional society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and made the Confucian school truly a close structure of the Trinity． The writing and practice of
Zhuzijiali is the inevitable logic of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dimension to under-
stand the transcendence of Confucianism i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Keywords:Zhuzijiali，Confucianism，neo－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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